
奇怪的垄断： 

华商如何在香料群岛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的“合作伙伴” 

1560 年代-1620 年代 

徐冠勉 

【摘要】华商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合作伙伴”关系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帆船贸易可以

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东南亚取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但是就这一合作关系如何形成这一

问题，学界尚存在讨论。笔者认为这一合作关系的渊源并不在传统理解的巴达维亚地

区，而是在印尼东部的马鲁古群岛，就是所谓的香料群岛。在这片群岛，荷兰东印度

公司建立了其最早的殖民地，而华商也在那个时候和占据此地的荷兰人、西班牙人及

当地人同时存在贸易。荷兰人原计划是要驱赶这些华商，以便实现对这片海域的彻底

垄断。但是最终的发展却是，华商成为了唯一被荷兰允许在当地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

本文将追溯这一发展过程，并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本质。 

 

介绍：被忽略的马鲁古群岛 

   

在 17 世纪，东南亚的海洋贸易经历了一次巨变。在此巨变之前，东南亚本地和来自南亚的商

人正处于空前繁荣的“贸易时代”。①但是，一旦进入 17 世纪，他们就开始受到欧洲殖民者，尤

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越来越大的制约。②与之相反的是，原先一再受海禁政策影响的中国海洋贸

易商人，则一方面在中国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来规避甚至利用新的海洋贸易政策，另一方面

则在东南亚更是找到一个新的契机，即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合作者。这一合作关系，将帮助华

商逐渐替代其他亚洲商人，并在接下来的 18世纪造就一个“中国人的世纪”。③ 

这样的一次巨变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是中国商人，而不是其他亚洲商人，最终成为了荷兰

的合作伙伴呢？郭慧娟在其最近的一篇研究回顾中指出，中国人在精细香料（fine spices）贸易

中的缺席是导致该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郭回顾了中国商人从其他亚洲商人中分化出来的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16 和 17 世纪阿拉伯和印度贸易受到限制”；第二个是“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

中国的贸易扩张”。④她指出，在这两个阶段中，荷兰东印度公司与阿拉伯以及印度商人之间在

利益上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后者的业务，是以销售印度的纺织品和鸦片来换取东南亚的肉豆

蔻皮、肉豆蔻、丁香、大象、黄金等商品。⑤但是，对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精细香料（肉豆蔻

皮，肉豆蔻和丁香）的垄断是其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这种垄断被荷兰东印度认为是不可割舍的。

相似的问题也牵连到其他的本地贸易商，例如爪哇人，马来人和班达人。荷兰东印度认为他们有

                                                 
 本文源于笔者于 2015-2016 年在荷兰莱顿大学历史学院 Cosmopolis 项目研修期间的一篇论文，并由笔者本人由原

来的英文版本翻译为中文。该论文原文是由 Jos Gommans 教授指导，并得到了 Tristan Mostert 先生的大力帮助。此

外包乐史教授、Peter van Summeren 先生、Antonius Harmsen 教授、Rene Wezel 先生、季慧女士等在本文的撰写及

翻译的过程中给予过笔者很多重要的建议。另外本文将会提及的“套利”和“制度套利”等概念源于宋怡明教授的

几次演讲 。 

①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The lands below the wind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Anthony Reid, Southeast Asia in the Age of Commerce, 1450-1680: Expansion and Cri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② Ibid. 

③ Blussé Léonard, “Chinese Centur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the China Sea Region,” Archipel 58 (1999), pp.107-129. 

④ Kwee Hui Kian, “Chinese Economic Dominance in Southeast Asia: A Longue Duree Perspectiv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5 (2013), pp.5-34. 

⑤ Idem, pp.8-9. 



 

 1 

走私精细香料之嫌。①唯一的例外是中国人，他们被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认为是“在亚洲商人中

对肉豆蔻皮、肉豆蔻，丁香最不感兴趣者” ②。因此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当其他亚洲商人受到荷

兰东印度公司越来越多的限制时，中国人反而成为了荷兰人的合作者。 

郭的论点是基于目前对香料贸易和香料群岛的主流研究。香料群岛又称马鲁古群岛，是印尼

群岛东部的一片火山群岛。因为火山地貌与热带气候，马鲁古群岛其中的几个岛屿是当时世界上

唯一能够出产丁香和肉豆蔻的地区。而这些所谓的精细香料又是当时世界贸易中最为暴利的商品。

根据普塔卡的研究，尽管中国人很早就有关于丁香的文字记载，而且也很可能是最早去马鲁古群

岛大规模购买丁香的，但是在他的研究时段（公元 9 世纪到 16 世纪早期），中国人对丁香的需求

并不旺盛。③除了普塔卡之外，安达雅（Andaya）和克纳普(Knaap)等人关于马鲁古群岛的区域研

究也很少专门论述中国人在该地区的活动。④甚至是在关于 14 世纪以来东南亚商品出口的统计研

究中，丁香的中国市场也完全被忽略。⑤ 

但是，难道中国市场在精细香料的历史中真的没有其位置？有难道华商真的是马鲁古群岛历

史的缺席者？岩生成一的在 1951 年的一项研究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尽管该研究在目前西方的学

术界已经几乎被淡忘。岩生利用了荷兰文材料追溯了安汶（在马鲁古群岛南部的一个岛屿）华人

社区的历史。他指出，在 17 世纪上半叶，安汶的华人人口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鼓励下一直在稳步

增加。但是这一趋势在 1662 年之后被扭转。从那以后，针对华人移民和华人商业的限制性措施由

荷兰东印度公司不断出台。岩生认为荷兰人政策的变化是受到两个相互对立的因素的影响。一方

面，荷兰人想利用华人来实现安汶及其周边的人口增长，以便刺激当地经济；另一方面，荷兰人

也深深顾虑华人在马鲁古群岛的香料——尤其是丁香——走私行为， 因为对香料贸易的垄断被荷

兰东印度公司认为是其根本利益所在。⑥ 

岩生的研究提醒我们，华人其实一直都在马鲁古群岛活动，而且他们的活动与荷兰对精细香

料，尤其是丁香的垄断政策息息相关。但岩生的叙述主要局限在安汶城，而并未真正触及整个马

鲁古群岛，以及马鲁古群岛和中国间的联系。我们无法知道：1）中国人为何及何时来到马鲁古？ 

2）荷兰东印度公司为何最初选择和中国人，而不是和其他亚洲贸易商合作？ 3）荷兰人的这一政

策又是如何演变？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讨论，本文将会把焦点放在荷兰人与中国人在马鲁古群岛的合作关

系的最初形成阶段。我们所讨论的时间范围将是从 16 世纪晚期至 17 世纪早期。在这段时间，华

商在缺席了一个多世纪后再次来到马鲁古群岛，然后遇到了紧接着而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最后

两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研究这一时期的一个优点是，我们同时有荷兰文和中文的材料

可以利用。有些材料有的是岩生在 1940-1950 年代做研究时尚未注意到，而另一些，则因为不是

在安汶城的范围内而没有被他所利用。大体而言，这些材料所能讨论的问题始于 1560 年代，此时

明朝政府开始允许私人海外贸易，终于到 1622 年，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总督库恩（Jan 

Pieterzson Coen）建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懂事接受中国商人作为他们的合作者，而不是竞争对手。 

                                                 
① Idem, p.11. 

② Idem, p.12. 

③ Roderich Ptak, “The Northern Trade Route to the Spice Islands: South China Sea - Sulu Zone - North Moluccas (14th to 

early 16th century),” Archipel 43 (1992), pp.27-56; Roderich Ptak, “China and the Trade in Cloves, Circa 960-1435,”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3:1 (1993), pp.1-13. 

④ Leonard Y. Andaya, The World of Maluku: Eastern Indonesia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Gerrit Knaap, Kruidnagelen en christenen: De Ver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en de bevolking van 
Ambon, 1656-1696, Leiden: Brill, 2004. 

⑤ David Bulbeck et al.,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Cloves,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8. 

⑥ Iwao, “On the Chinese Quarter at Amboyna in the Early Days,” Toyo Gakuho 33 (3.4) (1951), pp.26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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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些材料，本文将力图修正目前的主流观点，并指出中国人并不是马鲁古群岛和精细香

料贸易的缺席者，相反华商在马鲁古群岛的活动恰恰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和中国人在东南亚合作关

系形成的关键一环。就当是马鲁古群岛的情况而言，这种关系是以合作的名义被荷兰人提出，但

是实际上华人却利用了这层关系来进行套利。 

在以往的讨论中，像包乐史和郭慧娟等学者都曾提出过一些重要的观点来解释荷兰东印度公

司和华商合作关系的形成。在其关于巴达维亚的研究，包乐史已经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中国合作对

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性。 ①郭慧娟，在她关于爪哇东北海岸的研究中，则提出了合作的另一

个面相：竞争。她指出，包括华商在内的不同群体在爪哇东北海岸的竞争与博弈，逐渐演变出了

一种多赢局面。这种局面允许各个参与者在这场博弈中获取他们自己的利益。②然而，这两项研

究都是基于印尼群岛西部的爪哇岛，在该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有着明确的政策来欢迎中国人，以

便提升他们自身的竞争力。相比之下，在印尼东部群岛的马鲁古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则贪婪地

独占着对精细的香料垄断，并决心消灭任何竞争对手。在如此不同的情况下，两者的合作关系如

何形成，我们尚未清楚。而且更重要之处在于，马鲁古群岛其实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最早的

殖民地。该地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华商的合作关系的形成，对后来出现的巴达维亚等地其实是有

着很大的影响。 

以此为背景，我认为如果我们将东部群岛的核心区域马鲁古群岛作为例子来进行讨论，可能

会引出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思考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华商的合作关系的形成过程。不同于印尼西部群

岛，马鲁古群岛见证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最顽固的垄断政策，这一政策的初衷就是要驱逐所有的竞

争对手。然而，越是严格的垄断政策，就越会扭曲商品的价格。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这一政

策最终将阻碍本地市场和全球市场的联系，并导致巨大价差。这一价格差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套利

者们活动的空间。我认为，在马鲁古群岛中荷合作关系的形成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华商利用荷兰人

的垄断政策来实现套利的过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荷兰东印度公司和华商在马鲁古群岛之间

的所谓合作关系其实是基于荷兰人的一种奇怪的垄断制度，该制度允许特定的人群即华商在一定

程度上从事损害制度本身的套利行为。 

为逐次阐述这一论点，本文将按时间顺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讨论随着 1560 年代明朝海

洋贸易政策的转变，华商如何重新出现在马鲁古群岛；第二部分论述在 1610 年代，荷兰东印度公

司最初如何构想一个全面的垄断政策，以及华商同时如何在不同的殖民势力和东南亚国家之间从

事精细香料贸易的事实；最后一部分则讨论荷兰政策的变化，以及其如何逐步接受了华商作为这

一垄断体系中的唯一“合作伙伴” 。 

 

  

                                                 
① 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Chinese Settlers, Mestizo Women and the Dutch in VOC Batavia, Leiden: Koninklijk 

Instituut voor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 1988.  

② Kwee Hui Kian, The Political Eonomy of Java’s Northeast Coast, c. 1740-1800, Leiden: Brill,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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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隆庆开关与华商重返马鲁古 

  

如同其他亚洲贸易商，华商在荷兰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在马鲁古群岛活跃。然而这一点这并不

意味着中国与马鲁古之间的贸易长期存在并历史悠久 。基于前人研究、中文材料以及著名的塞尔

登（Selden）地图，本章将指出华商在马鲁古群岛有过一段很长的空缺期。这段空缺期大体上从

1370年代持续到 1560 年代。一直到到 1560年代隆庆开关之后，华商才逐渐重返马鲁古。 

 

（一）空缺期：丁香在中国作为珍贵药材，1370年代到 1560年代 

 

丁香是中国从马鲁古群岛进口的最主要的商品。该商品在近代早期的中国是一味重要的香药。

当中国和马鲁古的直接联系中断时，对这种香药的需求就更加显得迫切。据《明实录》的记载，

在 1454 年时，一位驻扎在山西的明朝藩王，请求皇帝赐予他丁香、冰片和其他药品，以便医治藩

王母亲的疾病。①四年后（1458 年），哈密的苏丹，也派特使前往北京，将马作为贡品，向皇帝

请求医生、丁香和肉桂等药物治疗苏丹母亲的疾病。②实录的这些简要记载，并不允许我们跟踪

这些药物在当时的流通，但揭示了一个问题，即丁香在当时是多么难得：贵为明朝宗藩和哈密苏

丹，都需要特别派人向皇帝请求这一商品，来医治他们母亲的疾病。 

为何丁香作为一种重要的热带药材会在 15 世纪中叶变得如此罕见？这个问题涉及到当时中国

和马鲁古群岛之间的贸易联系。普塔克的研究表明，直到宋代，华人并不知道丁香的真正原产地，

尽管当时丁香已通过东南亚的几个地区例如占城和室利佛逝被转运到中国。③到了元代，华商则

已经明确与马鲁古群岛建立了直接联系，并从该群岛成批量地进口丁香。④但是到了明代早期，

这样的私人贸易则似乎终止了。而与此同时，明帝国也没有试图将马鲁古群岛纳入其朝贡体系。

丁香只能通过南海西岸的几个国家——例如暹罗、室利佛逝和柬埔寨——的朝贡到达中国。⑤15

世纪初期以后，明王朝不再热衷推动朝贡体系，因此朝贡贸易迅速下降。⑥但是，私人贸易商也

并没有立即到达马鲁古群岛。他们很可能仍沿西部线路，如马六甲的转口贸易来采购丁香。⑦这

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6 世纪初，当时安东尼奥·加尔旺（Antonio Galvão）——葡萄牙在特纳特

（Ternate）的总督记载道，华商在某一历史时期曾经来过马鲁古群岛，但是此时已经不来：“现

在还不知道这个贸易是如何走到了尽头，以及已经有多久时间没有船来到这里。” ⑧ 

因此，从 14 世纪晚期到 16 世纪初期，华商都没有直接来到马鲁古群岛从事贸易，该贸易实

质上是被南海西岸的国家所控制。在这段空缺期，丁香最初是通过这些国家的朝贡进入中国。此

后私人贸易商也光顾这些国家以便间接获得丁香。有意思之处在，1450 年代正好是一个从朝贡贸

易的私人贸易的过渡时期。这时候明王朝通过朝贡来控制丁香在中国和内亚流通的能力已经衰退，

但新兴起的商品市场又难以很快触及到偏远的内陆地区，例如山西省和哈密苏丹国。因此这些地

                                                 
① 《明实录英宗实录》，244 卷。 

② 《明实录英宗实录》，295 卷。 

③ Ptak, “China and the Trade in Cloves,” pp.6-8. 

④ Idem, pp.8-9. 

⑤ Idem, pp.9-12. 

⑥ Ptak, “The Northern Trade Route”, pp.36-42. 

⑦ Ibid. 

⑧ Antonio Galvaõ, A Treatise on the Moluccas, trans. Hubert Th. Th. M. Jacobs, Rome: Jesuit Historical Institute, 1971, 
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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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王公贵族都难以获得丁香，而只能向皇帝求助。简而言之，丁香在这段空缺期并不是中国市

场常见的商品，因为没有中国的船只，无论出于朝贡还是私人贸易的目的，在此期间光顾过马鲁

古群岛这片水域。 

（二）华商再次出现与 Selden 地图，1560年代到 1610年代 

  

中国人在 16 世纪后期重返马鲁古群岛一事，在西班牙文和中文材料中均有记载。 正如安达

雅（Andaya）所注意到的：“西班牙人在 1584 年在一份分析特纳特（Ternate）实力的报告中承

认： 特纳特只有两千个战士，但是有一千个来自爪哇、中国和亚齐的商人”。①在中文材料中，

福建巡抚在 1589 年的一份奏折中提出了一个管理中国海外贸易的船引制度。 据他的建议，该制

度将每年发放 88 张船引，以便中国帆船访问东南亚各个港口。这些船引根据东洋航路和西洋航路

平均分配。其中，马鲁古群岛北部的特纳特（Ternate）就分到一张。 ②四年后，在 1593 年，同

一官员再次上奏要求增加 12 份船引，以适应日益增长的需求，这其中就有一张给马鲁古群岛南部

安汶（Ambon）的船引。③ 

为什么中国会在 16 世纪后期重新出现在马鲁古群岛？ 安达雅认为包括华商在内的亚洲商人

之所以能够重返特纳特，是由于葡萄牙人于 1575 年被特纳特苏丹驱逐出境，从而不再能够阻碍亚

洲商人与特纳特的直接贸易。④ 然而，就华商而言，我们必须也要考虑中国自身的变化。 

 

 

 

 

 

 

 

 

 

 

 

 

 

 

 

 

 
图 1：塞尔登地图上的马鲁古地区（Courtesy of Bodleian Library） 

这一变化可以在著名的塞尔登（Selden）地图上得到体现。该地图是英国远征队的指挥官于

1609 年在班丹（Bantam）所获得。①马鲁古群岛位于在这张地图的右下角。初看之下，这张地图

                                                 
① Andaya, The World of Maluku, p.136. 

② 许孚远：《敬和堂集》，卷七 ，<公移>。 

③ Ibid. 

④ Andaya, The World of Maluku, pp.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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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百出。如果我们放大到马鲁古地区，就会发现特纳特与马鲁古群岛的其他地区分离，并且在

一条从北边延伸过来的航路的尽头; 帝汶位于安汶的东部，被认为是在爪哇岛上; 望加锡

（Makassar）位于安汶的西北部；班达（Banda）群岛被不成比例的扩大。然而，如果从整张地图

来看，该地图其实是一张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航海图：在其顶部，有一个罗盘；在海中，存在交

叉的航行路线，其转折点上还标示有指南针的方向。由于这张地图，现代早期华人海商的海洋世

界被第一次以图像的方式呈现给当代的历史学家。 

作为一张航海图，该地图显示了联结马鲁古群岛与中国的两条海上航路。 西洋航路始于班达

和安汶，从那里一艘船沿着班达海和爪哇海的北海岸向西航行，一旦到达廖内群岛，就转向北东

北。 此后，它沿着占城的海岸，然后转向东北向驶往海南岛的东南海岸。驶过海南后，它沿着中

国海岸航行，一直到它的最终目的地，一个泉州和漳州之间港湾。 东洋航路则从特纳特开始，向

西北向航线，直到到达马尼拉，然后转向北西北的航向。这条航路将最终在泉州和漳州之间的那

个港湾与西洋航路汇合。 

 

 

图 2：塞尔登地图（Courtesy of Bodleian Librar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① Timothy Brook, Mr. Selden's Map of China: Decoding the Secrets of a Vanished Cartographer,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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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港通商与东亚-澳大利亚季风 

  

总体看来，中国和马鲁古群岛之间的这两条航路在塞尔登地图上形成了一个未圆的圈。该圈

在中国沿海的一个港湾交汇，却在马鲁古群岛断开。这样一个不寻常的结构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在塞尔登地图上这个未名的中国港湾可以联系到一段大历史 。在 1560 年代，经过几十年的

倭乱，明王朝在漳州和泉州之间的海湾的一个河口建立了一个新的县——澄海。 几乎同时，这个

县的县府——月港——被指定为允许中国私人海商从事海外贸易的唯一港口。①到了塞尔登地图

的年代，月港已经发展到它的巅峰。每年有超过一百条的商船获得沿东西洋航线从事海外贸易的

许可；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商船在从事未受许可的贸易。②如前文所述，这个系统对这东西洋两

条航线有着大致相等的船引配额，其中特纳特（东洋）和安汶（西洋）各有一个 。 

然而，即使明王朝制度上规定了商船必须按照东西洋航行，该制度的执行却是基于东南亚的

季风而不是明王朝的法令。作为季风之下的土地，东南亚的贸易和社会遵循季风的节奏，中国的

帆船贸易商同样如此。在这方面，前人的研究已经详细讨论了东亚季风的影响。该季风帮助这些

中国帆船按照东北-西南向往返航行。但目前还少有研究讨论澳大利亚季风对中国帆船贸易的影响。

该季风其实可以帮助中国商船在印尼群岛间东西向航行。③事实上，这两个季风系统在印度群岛

是无缝地重叠在一起：在北半球的冬天，东亚季风盛行时，爪哇海与班达海海域是西风盛行，而

苏拉威西海海域则是北风盛行;在南半球的冬天，澳大利亚季风盛行是，爪哇海与班达海海域是东

风盛行，而苏拉威西海海域则是南风盛行。 

因此，中国帆船可以分别从西洋航路或者东洋航路达到马鲁古群岛。如果他们利用东亚季风

沿着西洋航路，他们将首先抵达安汶，但是将无法再以同样的季风从安汶航行到特纳特。因为特

纳特位于安汶北部，而此时特纳特和安汶间的苏拉威西海却盛行北风。而此时沿东洋航路航行的

中国帆船则会使沿北风达到，并首先到达特纳特，但是它无法利用同一季风往西航行前往印尼群

岛西部，因为此时印尼群岛间盛行西风。理论上来说，如果一条中国帆船愿意等待季风的变化，

它是可以穿过马鲁古群岛并在西洋航路和东洋航路之间转换。但实际上，如果它作出这样的选择。

他们必须沿着全新的航路回到中国，即由东洋航路到马鲁古，但通过西洋航路返回，或反之亦然。

我认为这对近代早期的中国水手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们的引航员是依赖于熟悉的海岸地

貌来辨别航路，因此，切换到一个全新航路作为回程将不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① 张燮：《东西洋考》，卷 7。 

② Ibid. 

③ 例如，包乐史曾经讨论过西洋航路如何从闽南延伸到巴达维亚，以及东洋航路如何从闽南延伸到特纳特；但是

他尚未讨论的是，为何西洋航路可以继续延伸到安汶，而东洋航路却止于特纳特。Blussé, Strange Company, pp.97-

114. 



 

 7 

 

图 3：北半球冬季，东亚季风盛行时① 

 

图 4：南半球冬季，澳大利亚季风盛行时② 

  

                                                 
① Robert Cribb, Historical Atlas of Indonesi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p.20. 

②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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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想象中的垄断政策：华商作为竞争者 （1614-1617） 

 

（一）来自中国的商船 

 

在月港通商的大约半个世纪后，一艘中国帆船沿着东洋航路，于 1614 年到达马鲁古群岛北部

的特纳特；一年后，另一艘中国船再次到来特纳特。 这两艘船的到来引起了一位雄心勃勃的荷兰

人——杨·彼得逊·库恩（Jan Pieterszoon Coen）（以下简称库恩）——的注意。 库恩此时驻

扎在爪哇岛西部的港口班丹，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财务总长（Account-General）。他力主公司应

该在亚洲水域采取更加强势的政策。他写信给东印度公司在荷兰的董事会——十七位先生(Heren 

XVII)，向他们投诉这些中国船舶是如何破坏了公司在马鲁古群岛的根本利益。 

有一艘中国商船带着各种货物到来。他们在那个地方对公司造成有多大的伤害啊！先生们可

以从长官(Director)邓·多斯特（den Dorst）附上的信中清楚地看到。在这艘中国商船到达那个

地方之前，很多货物被从这里（班丹）送到那里（特纳特），并被我们的人卖得高价。每个月，

[我们都可以这种销售中]获得 2000-3000 里亚尔(rials)。这艘船到来后，[我们的货物销售]都停

止了。总督雷埃尔（Reael）指出这条船可能已经运输从那里（特纳特）运走了 3.5 万雷亚尔。

[总督]建议如果它对公司非常有害，它将会被驱逐。（1614 年 11 月 10 日，Per‘T Hart, van 

Bantam 10/11/1614 naar Rotterdam 24/04/1615）① 

正如库恩所抱怨的那样，这艘中国商船摧毁了荷兰人在马鲁古群岛内的零售贸易。 在这条商

船到来之前，荷兰东印度在马鲁古销售来自印度洋和印度西部群岛的商品，这些商品通过班丹转

运到特纳特，并在那里销售以便获得现金。 然而，中国商船所带来的中国货物完全胜过了荷兰人

所带来的货物。中国商船单船单航次的销售额（3.5 万里亚尔）几乎高于荷兰带来的货物的销售一

年的销售额（每月 2000-3000 里亚尔）。这样的商业败局为库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批评当

时马鲁古群岛的总督——劳伦斯·雷埃尔（Laurens Reael）——对亚洲商人的宽容政策，并表达

他的强硬观点： 

但是，我不明白，这些应该被执行的措施为何没有被执行。我的观点是，[对我们的利益而

言]，让西班牙人吞并马鲁古群岛，与让其他外国人在我们的武器的保护下在马鲁古群岛做生意，

并无太大区别。因为如果敌人得到马鲁古群岛（上帝没有给他们），那么尊敬的您就会被从那里

赶出来。而如果外国人被允许交易，那么先生们将同样一无所获，而只是承担战争的费用。因此，

所有的容克帆船和商人都必须被从马鲁古驱逐，无论他们是否是我们的敌人。就算特纳特人会因

此造反，我们最好还是要执行这一政策。（1614 年 11 月 10 日，Per'T Hart，van Bantam 

10/11/1614 naar Rotterdam 24/04/1615）② 

这份报告是在 1614 年 11 月 10 日写的。当时，库恩仍然还只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财务总长。

③一年后，1615 年 10 月 22 日，当库恩晋升为总干事（Director-General）时。他向十七位先生

报告另外一艘来自中国的船舶来到了特纳特： 

又来了一艘中国容克船，它从马鲁古带走了大约 3 万里亚尔。 去年，我曾认真地建议总督雷

埃尔从那里驱逐这些外国人，因为如果这种贸易被容忍，它对公司会是非常有害的，好比是马鲁

古被西班牙人统治和征服。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为了防止引发特纳特人的动乱，不敢阻止或

                                                 
①  H. T. Colenbrander, comp.,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e, vol. I,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19, pp.82-83.  

② Ibid.  

③ Jur van Goor, Jan Pieterszoon Coen, [1587-1629]: Koopman-Koning in Azië, Amsterdam: Boom, 2015, pp.19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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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上述戎克船在马鲁古的贸易和商业。然而，我们已经尝试，因为这些外国人是为了获取现金

而来，不能得到丁香，我们将用布，不再用现金支付士兵。这将是最适当的方法，因此所有的僭

越行为都可以被制止。（1615 年 10 月 22 日，Per Groene Leeuw，van Bantam 27/10/1615 naar 

Texel 04/06/1616）① 

这封信表明，中国商船又一次到来，而且又一次运走大量的现金，而总督雷埃尔仍然没有认

真考虑库恩的意见，并采取强硬的措施。可以理解的是，作为住在在特纳特的马鲁古群岛总督，

雷埃尔对于地方安全的重视可能超过对商业利益的考量。特别是，当时的特纳特仍然是一个西班

牙和荷兰争夺的战场。因此，在第二封信中，即使库恩也软化了他的立场，并提出了一种替代方

式，即通过将支付给士兵的现金转换成布料来改变状况，以平衡公司在该地区的现金流，而不是

诉诸武力。 

这里所隐含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库恩和雷埃尔在处理亚洲贸易商的问题上存在分歧。 在

1614 年的那封信之前，库恩已经在他着名的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论著(Discoers)上表达了他的意见。

他认为欧洲和亚洲商人都不应该被允许航行到马鲁古群岛，因为这会损害荷兰东印度公司对丁香

贸易的垄断。②为了实现这样的垄断，他认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从这一水域驱逐所有的外国

贸易商。中国船只的到来只是为库恩提供了借口，即使库恩并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中国船只装运了

丁香。与库恩不同，雷埃尔则不支持采取严肃的行动来阻止中国船只的到达，因为他担心如果全

面禁止贸易，将会引发潜在的地方动乱。 

 

（二）来自荷兰的命令 

 

1. 从马鲁古群岛驱逐中国商船  

 

当库恩在 1615 年 10 月 22 日的第二份报告中试图妥协时，身在荷兰的十七位先生已经就此情

形决定采取强硬立场。他们的两个强硬的命令当时已经在寄往东印度的途中。第一个命令是于

1615年 4月 30日起草，在库恩的第一份报告抵达鹿特丹的六天后。 

令我们遗憾的是，我们了解到，正如你所写的，中国人在马鲁古和安汶带来和出售他们的布

料，这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副总督雷埃尔指出，中国人此次应该从这些地方带走了 3.5 万 

里亚尔。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这种行为。可以以没收或其他形式向他们

提出诉讼。一旦他们到达，他们应该被提示立即离开。 我们认为这不仅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对所

有的外国人，例如爪哇人，马来人和科林斯人(Kelings)人③，以及来自附近的望加锡(Makassar)，

Gresik 和其他地方，来到那里进行贸易的人适用。（1615 年 4 月 30 日，Per Swarten Leeuw，

van Texel 18/05/1615 naar Bantam 30/04/1616）④ 

可见库恩的报告引发了十七位先生严重的顾虑。他们认为，不仅中国人在马鲁古群岛交易，

而且所有其他亚洲贸易商都在马鲁古开展业务。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贸易商与其他亚洲贸易

商并无区别。在公司的根本利益所在的地方，所有这些亚洲人的贸易都应该被阻止。 

                                                 
①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 pp.126-127. 

② H.T. Colenbrander, comp., Jan Pietersz. Coen Levensbeschrijving, ’s-Grava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34, pp.463-464. 

③ 科林斯人(Kelings)指来自南印度的人。 

④ H. T. Colenbrander, comp.,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Omtrent Zijn Bedrijf in Indie, vol. IV, ’s-Gravenhage: 
Martinus Nijhoff, 1922, pp.306-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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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六天后，十七位先生又给库恩起草了另外一份信，该信同时也寄送副总督雷埃尔。在这

封信中，禁止外国人贸易的规定被更广泛和明确地提出： 

再次向你和你的委员会提出最重要的建议，附录事项需要被执行并且得到妥善注意，英国人

和法国人，特别是中国人，马来人，爪哇人和所有其他外国人不再被允许继续从事任何贸易，无

论是丁香、布匹或是其他必需品，你们可以通过各种你们认为合适的方法来执行[这一建议]。

（1615年 5月 6日，Swarten Leeuw，van Texel 18/05/1615 naar Bantam 30/04/1616）① 

因此，不仅亚洲商人，而且英国人和法国人，或者换句话说，所有外国人都已经被十七位先

生明令禁止到马鲁古群岛贸易，无论这些贸易是为了交易丁香、布匹或者任何其他货物。  

这两项命令是由 Swarten Leeuw 号帆船一起寄送到东印度。该船于 1615 年 5 月 18 日离开

Texel 并于 1616 年 4 月 30 日抵达班丹。在这漫长的寄送过程中，十七位先生感到有必要再次致函

库恩，将禁止外国人在马鲁古的贸易作为“我方贸易要点”来进行强调： 

我们认为必须以我们贸易的要点的最高重要性来建议你，如我们在信件的开头、中间和最后

所提到的，我们不仅要拒绝中国人、爪哇人、科林斯人、马来人和其他外国人，而且也特别要[拒

绝]英国人、法国人和任何其他试图破坏我们在马鲁古、班达和其他我们有堡垒和合同的地方的贸

易的人...特别是， 必须命令中国人、马来人、爪哇人和科林斯人不带布、缎、大马士革稠和其

他中国货物到马鲁古、安汶和其他我们有堡垒或合同的地方，不得通过它们换取现金（正如雷埃

尔长官所提到的），或者从该地运走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皮。（1615 年 11 月 30 日，per 

Eendracht，van Texel 23/01/1616 naar Makassar 14/12/1616）② 

就此情形，中国商船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可能继续在马鲁古群岛从事贸易，无论是为了获得现

金还是丁香，因为整个贸易已被十七位先生彻底禁止。这个结果意味着库恩的观点，而不是雷埃

尔的观点，得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最高权力机构的支持。 然而，随着这个敏感问题的进一步发酵， 

库恩自己所直接管辖的区域——班丹——也将受到影响。 

 

2. 禁止在班丹向中国人出售丁香 

 

到了 1615 年年底，十七位先生已经决定完全禁止外国人在马鲁古的贸易，此时，另一个问题

则开始浮出水面，即亚洲贸易商是否可以在班丹购买马鲁古出产的精细香料。 班丹是一个在爪哇

岛西端的贸易中心。来自东南亚、印度洋和中国的商品和商人均在此汇聚。在本报告所述期间，

荷兰在这个港口的贸易由当时的东印度公司总干事(Director General)库恩指挥。在那份十七位

先生起草的关于“我方贸易要点”的信中，库恩将同时收到另外一个关于班丹的命令： 

我们从班丹的日记中注意到，肉豆蔻、肉豆蔻皮和丁香已经被卖给中国人、爪哇人和其他人。 

[我们]根据在英国船上发现的货物，怀疑这些[精细香料]已经来到英国手中，可能是由中国人代

他们所买的，也可能是在班丹被遗留给他们的。因此，我们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尽管你在销售这

些货物可以提前获得巨大利润。必须记住，英国人没有我们这样巨大的战争成本，利润可以大大

超过我们。……不要将这些[马鲁古的]商品交付给爪哇、马来人或中国人，因为我们知道或可以

假定他们会与英国人交易和交流。除非那些将它们（马鲁古货物）运送到中国或其不会对公司造

成损害的地区。这是因为最重要的是让这些[马鲁古]货物留在我们手里，否则，我们将不可能在

                                                 
① Idem, p.311. 

② Idem,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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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继续战争和贸易。（1615 年 11 月 30 日，Per Eendracht，van Texel 23/01/1616 naar 

Makassar 14/12/1616）① 

荷兰东印度的问题其实是他们把这些马鲁古香料的价格严重扭曲，中国人甚至可以通过从荷

兰人购买它们，然后在同一港口——班丹——再将它们再卖给英国人而获得利润。 而英国人愿意

付出更高的价格，是因为他们并不像荷兰人那样需要承担在马鲁古群岛发动战争的巨大成本。但

是他们不能从荷兰直接得到这些香料，因此中国人作为居间者，利用价格差异来套取利润。 

这个命令还透露了另外一个问题，即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市场对精细香料贸易的重要性。荷

兰东印度公司在班丹的贸易站之所以愿意把精细香料卖给中国人，是因为利润是巨大的。因此，

直到此时，即使十七位先生警告库恩不允许中国人向英国人转售精细香料，他们并不反对库恩将

它们卖给中国市场。但是问题是在这封信起草的几个星期后，十七位先生中的阿姆斯特丹办公室

②发现了新的证据，该证据再次指向亚洲贸易商将精细香料转售给欧洲人。 

我们通过来自里斯本的货物发现，前面提到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上有很多丁香和肉豆蔻皮。

为此，我们会在销售我们的肉豆蔻皮和丁香方面处于很不利的位置。因此，务必，在[东]印度的

任何地方，防止马来人、科林斯人、爪哇人和其他人将这些香料落入葡萄牙和欧洲人的手中。同

样，我们建议你与[东]印度总督和[东]印度理事会一起，以最严肃的态度，在所有地方迅速作出

命令; 否则，联合公司的毁灭即将来临。当我们必须承担不可容忍的维护防御城堡的成本时，其

他人却在坐享成果；这种事情不应该再继续发生在我们身上。（1615 年 12 月 19 日，Per 

Eendracht，van Texel 23/01/1616 naar Makassar 14/12/1616）③ 

虽然阿姆斯特丹办公室对十七位先生的先前命令并没有多大补充，但很明显，这此的指令变

得更强硬了。一方面，它再次强调，禁止向亚洲贸易商出售精细香料，因为这些贸易商可能将其

转售给欧洲人；另一方面，向中国等亚洲市场出售精细香料的豁免已经不再提及。事实上，在接

下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阿姆斯特丹办公室将审查先前的决定，并撤回向中国市场出售精细香

料的豁免： 

因此，我们已经复查了我们在去年 11 月写给你和总督的信件，并发现有的信件提到，在某种

程度上，允许出售肉豆蔻、肉豆蔻皮和丁香给中国人、马来人或爪哇人，如果我们可以完全确定，

相同的香料将被运到中国或其他不会损害联合公司利益的地方，并且不会落到英国人或其他欧洲

人的手中……而且，我们担心联合公司仍然会因为允许向中国人、马来人和爪哇人出售上述香料

而受欺骗。尽管人们确信相同的香料会被运往中国和其他地方，我们任然认为有必要就该事件致

信总督和您：我们认为，不能出售或交易一些肉豆蔻，肉豆蔻皮或丁香给中国人、爪哇人、马来

人或者给任何其他人，无论他们采用任何借口，外表，或颜色（伪装）。请在班丹和东印度所有

地方下令禁止该行为。（1616 年 1 月 23 日，Per Eendracht，van Texel 23/01/1616 naar 

Makassar 14/12/1616）④ 

这三封信在 1616 年 1月 23日由 Eendracht 号帆船一起寄送到东印度。这艘船将于 1616年 12

月 14 日抵达望加锡。结合之前颁布的禁止外国商人在马鲁古群岛贸易的指令，这意味着，到了

1616 年底，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决定将中国人从香料群岛和香料贸易中彻底驱除。然而，

这种强硬的指令真的可以在东印度被执行吗？ 

 

                                                 
① Idem, p.329. 

② 阿姆斯特丹办公室是组成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六个办公室中最强势的一个，他们有权委派十七位先生中的八位。 

③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V, p.334. 

④ Idem, p.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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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雷埃尔下台, 库恩上任 

 

当载有包括“我方贸易要点”等指令的 Eendracht 号帆船于 1616 年 12 月 14 日抵达东印度时，

前任总督雷恩斯特（Reynst）已经过世了，雷埃尔继承了他的职位。作为原来驻扎在马鲁古的长

官，雷埃尔仍然不准备向十七位先生和库恩妥协。1617 年 5 月 10 日，雷埃尔在给十七位先生的信

中，清楚地表达了他就该问题的看法： 

在信中，你给了充分的命令，让我们用武力驱逐所有的外国人，特别是从马鲁古、安汶和班

达驱逐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人，但首先友好地提示他们。 这项措施已经对英国人实施，我们已

经命令所有其他地方，将该事项按照您的指令进行。希望这个持续了几年的问题还没有走的太远。 

然而，关于将该指令针对科林斯人、马来人、爪哇人和其他[亚洲]本土商人实施，[我认为]我们

的业务将会因此完全陷入混乱。特别是在目前这个时刻，我们正一边陷于与西班牙人的纠纷和另

一边陷于与英国人的纠纷。（1617年 5月 10日）① 

雷埃尔的观点是要区别对待欧洲贸易商和亚洲本土贸易商。他执行了驱逐英国船只的命令，

但拒绝驱逐亚洲商人。对于雷埃尔来说，马鲁古最现实的威胁是在安全方面，因为与西班牙人和

英国人的冲突还在持续不断。 除此之外，他对公司在马鲁古群岛的权力也有自己的保留意见： 

老实说，我看不到我们能够证明我们有这样做的理由，因为我的先生们在这里没有这样的主

权。尤其是在特纳特国王和他的贵族(orangcays)控制的地方，他们都是很不情愿地承认我们的优

先地位。只有安汶及其周边地区，我们有这样的主权。但在那里，交易活动最少。他们（马鲁古

人）必须把他们的丁香卖给我们，是因为我们让他们在我们的城墙里面获得保护。他们从来没有

被压制为[我们]奴役，也不会如我们想象那样地，允许我们从他们的土地上驱逐所有的外国人。

他们永远不会理解[这项政策]。如果我们一定要驱逐主要是他们宗教的外国人，一切都会陷入最

糟糕的混乱。（1617年 5月 10日）② 

显然，原先驻扎在马鲁古的雷埃尔，清楚知道荷兰人权威的局限性和当地人民对这个问题的

态度。荷兰东印度无法证明自己有理由驱逐所有外国商人。如果一定要这么做，将非常危险，因

为大多数亚洲商人——不包括中国人——与马鲁古群岛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有着同样的宗教信仰。

③ 

雷埃尔对荷兰总部指令的蔑视将最终令十七位先生彻底失望，并帮助库恩得到十七位先生的

青睐。这个趋势甚至在十七位先生收到雷埃尔的明确反对前就已显现。 1616 年 11 月 26 日，十七

位先生在给库恩的信中表达对马鲁古群岛局势的不满，并希望雷埃尔能遵循库恩的建议： 

我们希望，就已经造成了我们巨大损害的外国人贸易一事，雷埃尔将根据你给他的建议处理，

或者用武力阻止（如果其他手段不可能的话），而不是允许其摧毁[我方]贸易 。 不过，所有这

些都应该以谨慎和小心的方式进行，以一种不会为我们招致所有这些[东]印度人的仇恨的方式，

并且不会造成一些普遍的反抗，特别是在与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人相关的场合（1616 年 11 月

26 日 , van XVII naar Coen， Per Goede Fortuin， van Texel 26/02/1617 naar Bantam 

07/01/1618）④ 

                                                 
① Gerrit Knaap, Memories van Overgave van Gouverneurs van Ambon in de zeventiende en achttiende eeuw, 's-Gravenhage: 
Rijks Geschiedkundige Publicatiën, 1987, pp.72-73. 

② Ibid. 

③ For the Islamicization of the Maluku Islands, please refer to the Part One of The World of Maluku. Andaya, The World of 

Maluku, pp.23-112. 
④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V, p.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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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十七位先生在该问题上并没有那么激进，因为他们也不愿意有更多的敌人。 

然而，十七位先生和雷埃尔在禁止外国人在马鲁古的贸易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前者认为禁令

是必要的和正当的，后者认为禁止是不切实际的和非法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导致了雷埃

尔的辞职和库恩的晋升。 1617 年 10 月 25 日，一封任命信被签发。该信任命库恩为新总督，并命

令库恩送雷埃尔回荷兰。① 此外，它还敦促库恩对在马鲁古群岛的外国商人立即采取行动： 

你特别需要签发紧急命令，来解决布料交易的混乱局面和在马鲁古的外国人对[我方]贸易的

阻碍，就此事你曾经给予过不无道理的抱怨...（1617 年 10 月 25 日, van XVII naar Coen，Per 

Tholen，van Wielngen 07/11/1617 naar Bantam 30/04/1618）② 

 

（四）中国人的策略 

 

1. 东洋航路：除了荷兰人，还有西班牙人 

  

当库恩关于在马鲁古群岛的中国商船的报告在荷兰东印度系统中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时，马

鲁古群岛情形的变化也吸引了一位身在海澄的中国文人——张燮——的兴趣。张燮当时正在编写

一本关于中国海外贸易的书。这本著作《东西洋考》完成于 1617 年，也就是前述库恩因为马鲁古

问题而取代雷埃尔的那一年。③ 

在该书中，张燮描述了一个中国海商所了解的马鲁古群岛。 这个马鲁古在文中被称为美洛居，

实际上是指特纳特岛④。该岛被认为是东洋航路上的一个特殊的地方，其因有二：1）它是东洋航

路上唯一可以买到丁香的地方; 2）它是东西洋中中唯一一个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共存的地方。 

对于第一点，该书有两个相关条目。 第一个是关于特纳特的香山：“香山：雨后香堕，沿流

满地，拾取不了，故常带沙泥之色，王每檄致之，委积充栋，以待他壤之售，民间直取余耳。”

⑤第二个条目则进一步阐述了丁香对于特纳特的重要性：“丁香：东洋仅产于美洛居，夷人用以

辟邪，曰多置此，则国有王气，故二夷之所必争。”⑥ 很明显，特纳特岛的丁香的重要性是中国

人所熟知的。他们知道丁香实际上是这个岛上唯一的重要出产，而且为欧洲人所垂涎。 问题是，

华商又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贸易呢？ 

张燮继续写到：“向时舟所携货，有为红毛夷所特需者，倘遇佛郎机，必怒谓此舟非关我辈

来，直是和兰接济，将货掠去，且横杀人，故必缄固甚密，不令得见。若红毛人见有佛郎机所需

货，怒亦如之。解纷之后，稍息睚眦，然一渊两蛟，商彼者亦难矣。” ⑦因此，荷兰人和西班牙

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是华商在马鲁古群岛进行贸易的基础。 为了同时与双方做贸易，华商必须实现

一种平衡。问题是这种平衡是如何实现的呢？ 

张燮在《东西洋考》中记载了一段有趣的轶事。这段轶事称，一个中国人促成了荷兰人和西

班牙人的停火：“自是每岁征斗，递为胜负。华人某者流寓彼中，慧而黠，有口辩，游说两国间，

分万老高山山半为界，山北属和兰，而山南属佛郎机，各罢兵，并雄兹土。” ⑧ 

                                                 
① Idem, pp.376-8. 
② Idem, p.379.  

③ 张燮：《东西洋考》。 

④ 张燮指美洛居的主峰为万老高，其实指的是特纳特岛的主峰（Gamalama）。 

⑤ 张燮：《东西洋考》，卷五，“美洛居”。  

⑥ Ibid.  

⑦ Ibid. 

⑧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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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验证该故事的可信性，但它至少告诉我们，中国人相当熟悉马鲁古当时的政治变化。 

换句话说，他们有能力辨析荷兰人、西班牙人和特纳特人之间相互对抗的复杂局面，并在这中间

来回游走。这种局面是如此复杂，以致于库恩似乎也不清楚中国人能够同时和其他人在马鲁古群

岛交易。 事实上，中国人在该水域有多种选择，因为丁香不是完全由荷兰控制的，而是同时也由

特纳特人和西班牙人收集和出售。同样银币也不仅仅是由荷兰东印度公司从班丹运来，因为西班

牙人也由马尼拉往马鲁古群岛运送银币。① 

如果我们将特纳特岛看作是一个荷兰和西班牙殖民帝国之间对抗的边疆，这个边疆其实也是

一个松散的和有利可图的边疆。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导致了白银从这两个殖民

帝国不断地流入以特纳特岛为代表的马鲁古地区，以便为他们的士兵、他们的堡垒和他们的舰队

提供资金。 这为中国人在不同的利益方往来贸易，从事套利，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些华商最终

可以利用这些矛盾来获取银币或丁香。 

 

2. 西洋航路：更多的交易商 

 

当来自东洋航路的华商利用特纳特岛的西班牙人和荷兰人的对立从事贸易时，西洋航路的众

多港口也为华商提供了收购丁香的机会。 在《东西洋考》中，丁香出现在班达、亚齐(Aceh)和占

婆。②这些地区没有一个是真正出产丁香; 他们都是在亚洲的贸易网络中扮演了转运港的作用。

在这些转运港，各种商品和人群聚集在一起。 

与特纳特岛不同，在这些港口城市，丁香只是在众多交易商品中的一个，也因此，交换形式

变得更加多样。这是因为许多商品，包括丁香，并不是出产本地。为了购买不同种类的商品，来

自不同地方的商人不得不等待其他商人的到来，而他们的到达时间又因为季风而差别甚大。为了

应对这个问题，各种交易媒介，例如银币和铅币，被广泛使用。 张燮对班丹（下港）的市场有如

下描述：“下港为四通八连之衢，我舟到时，各州府未到，商人但将本货兑换银钱铅钱。迨他国

货到，然后以银铅钱转买货物。华船开驾有早晚者，以延待他国故也。” ③ 

这意味着中国人必须与这个港口的不同商人进行交易。 张燮也描述了这些贸易商的不同背景。 

他写道，这里有中国人、本土商人、印度洋来的商人和新来的荷兰商人④，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

英国人的贸易站(factory) ⑤。因此，当阿姆斯特丹办公室告诫在班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贸易站

不要向中国人销售丁香时，他们很可能也已经知道，有许多其他欧洲和亚洲贸易商也在那里活动，

中国人可以从荷兰人手中获得丁香，然后在同一个港口转卖给荷兰人的竞争对手，从而从价格差

异中套利。尽管如此，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荷兰人是当地丁香贸易的唯一供给方。张燮没有详细说

明那里的丁香贸易，但他提到，荷兰带来的最重要的商品是银币，而非丁香。 

 

 

                                                 
① John Villiers, “Manila and Maluku: Trade and Warfare in the Eastern Archipelago 1580 – 1640,” Philippine Studies 34:2 
(1986), pp.146-161. 

② 张燮：《东西洋考》 卷 2、卷 3 和卷 4。 

③ 张燮：《东西洋考》 卷 3。 

④ Ibid. 

⑤ J. Kathirithamby-Wells, “Banten: A West Indonesian Port and Polity During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in 

J. Kathirithamby-Wells&John Villiers ed., The Southeast Asian Port and Polity: Rise and Demise,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0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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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人的贸易和荷兰人的想象 

 

直到雷埃尔被科恩取代，荷兰东印度对马鲁古群岛和丁香贸易的全面垄断最多只是一个“想

象的”政策。讽刺之处在于，这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始于从中国的两艘船舶。这两艘船舶

给了当时驻扎在班丹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财务总长库恩一个机会，来批评东印度公司驻扎在马鲁古

群岛的长官。 他的投诉得到了十七位先生和阿姆斯特丹办公室的极力支持，并引发了一系列命令。

这些命令要求东印度公司雇员对所有亚洲商人采取不妥协的态度。 然而，这些强硬的措施并没有

得到总督雷埃尔的执行。而他也最终因此辞职。① 

在整个讨论中，中国人被认为要和其他亚洲贸易商一样，应该受到同样的贸易限制。 东印度

公司对中国人、爪哇人、马来人和科林斯人并没有进行区别。所有这些亚洲贸易商，包括中国人

的业务被统称为“本地交易”（inlands handel/indigenous trade）。此外，即使是有条件地允

许亚洲贸易商在班丹为中国市场采购丁香这一例外，也很快被取消。可见对像库恩和他在荷兰的

支持者来说，中国人和其他亚洲贸易商一样，都是属于对战争不承担成本，却享受战争利益的人。

因此，荷兰人认为中国人在破坏荷兰在马鲁古群岛的业务方面，与西班牙人一样有害。 

然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十七位先生和库恩讨论和想象的垄断几乎不会对他们的贸易产

生重大影响。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东印度公司不能完全垄断香料岛的贸易和香料在亚洲市场的流

通。从东洋航路，中国人可以同时与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在特纳特到进行贸易; 从西洋航路，他们

也可以在亚洲的中转港，如班丹、亚齐或占城取丁香。荷兰东印度公司尚无法真正控制这些贸易。 

                                                 
① M. A. P. Meilink-Roelofsz,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in the Indonesian Archipelago Between 1500 and about 

1630,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1962,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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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中的垄断政策：华商作为合作者（1618-1622） 

 

（一）制定政策 

 

在决定任命库恩为新总督的同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于 1617 年底还颁布了一项新法令，以规范

亚洲的各项事务。该法令的标题是“给印度总督和印度理事会的指示”，该法令载有若干条款来

禁止外国商人在马鲁古群岛的贸易，并规范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离任职员在亚洲的贸易。该法令传

达了一个清楚的信息：只有东印度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的前雇员才有权在马鲁古群岛进行贸易；而

所有外国贸易商，包括中国贸易商，都不被允许。 

根据这项法令，只有那些已经“良好和忠实”地完成对本公司的服务的人方才可以在亚洲申

请“自由贸易”。他们需要为此向驻扎在亚洲的东印度公司总督和理事会申请：“允许那些已经

良好和忠实地完成服务年限，并已经向[东]印度总督和理事会提交申请的人，在[东]印度展开私

人的和自由的区域内贸易，但要受到合理的条件的限制。 [这种贸易]应被视为仍然有帮助和有必

要，因此应继续，但要处于下述条件和限制下。” ① 

这种“自由贸易”被认为是有帮助和必要的，是因为这些原来是东印度公司雇员的贸易商被

认为可以被用来取代亚洲贸易商向遍布亚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据点供给必需品，并在马鲁古群岛

为公司从事布匹贸易。就后者而言，他们只能从公司那里购买布匹和并只能向公司出售丁香。 这

意味着这些所谓的自由交易实际远非自由，而是受到公司的约束。因此，他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

在不同的交易对象和不同的交易市场之间进行套取利益。这一点在该法令第 63条就有规定： 

在上述条件下，，他们及其后代将享受在米、西米、油、木材、盐、动物和其他货物上的自

由贸易，如果[这种贸易]属于上述及周围岛屿。此外，布匹，只要他们从以合理的价格从公司而

不是从任何其他人那里获得的布匹。并以此从[东]印度人那里购买丁香，肉豆蔻或肉豆蔻皮，[他

们]不允许将它们卖给任何其他人，或与敌人、英国人、法国人或其他外国人交易。② 

在规定了对所谓“自由贸易”的限制的同时，该法令也规定了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对付外国

商人的贸易。首先，有一个条款要求总督和亚洲理事会在马鲁古群岛保留和维持一个船队，以便

阻止外国人的贸易。 

为了捕获俘虏，阻止外国人在马鲁古、安汶和班达的贸易，并且为了对海上或陆上的敌人造

成任何可能的伤害，印度总督和理事应该始终制造和维持尽可能多的护卫舰，帆桨船和划

艇……③ 

其次，另一项条款授权总督和亚洲理事会“便宜行事”下令用布匹而非现金来支付士兵薪水，

以防止银币流失到外国商人手中。“关于继续用布料，有一些金色斑点，支付士兵，这些东西使

外国商人不能对[公司]造成巨大损失，并以其他适当的方式，来阻止外国商人在马鲁古、安汶和

班达的贸易；总督和印度理事会应根据时间和情行，酌情决定发出这样的命令，因为他们对公司

最有利。” ④ 

这两项用以打击外国商人在马鲁古群岛的贸易的措施，其实和库恩上面提到的计划存在关联：

第一项是直接禁止这种贸易⑤，第二项是用布而不是现金支付士兵，以便间接从当地市场挤压这

                                                 
① J. A. van Der Chijs, comp.,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Eerste Deel, Batavia, Landsdrukkerij, 1885, 

p.44. 

② Idem, p.47. 

③ Idem, p.45. 

④ Idem, p.50. 

⑤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 pp.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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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亚洲贸易商①。总体来讲，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设计了一个看似全面的计划，用自己控制的

所谓“自由贸易商”来替代、驱逐在马鲁古群岛活动的外国贸易商。但当库恩的管理下，这样的

计划真的可以实施吗？ 

（二）事与愿违 

不幸的是，库恩上台不久，这些政策就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并受到严厉的批评。正如当年

库恩对雷埃尔所做的那样，这次库恩的批评者直接绕过库恩来向十七位先生投诉，并迫使他们对

库恩采取行动。 在这些批评中，范·哈根（Ver Hagen）海军上将和赫尔曼·范·斯普尔特

（Herman van Speult）长官的报告比较成功地说服了十七位先生。 

范·哈根和雷埃尔一样，是库恩垄断政策的主要反对者。②他的投诉是关于安汶，因为公司

驱逐亚洲商人造成了安汶缺乏品质好的米。这个问题受到了十七位先生的关注。他们因此写信给

库恩，建议他允许亚洲贸易商带品质好的米到这些岛屿： 

范·哈根警告我们，驱逐马来人、科林斯人、爪哇人和其他[东]印度人将会非常困难，我们

的人将因此把事情遭砸。他认为（根据他的判断）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像以前发生的一样，不要

把坏的米送到安汶、或在那里下面的地方，而是完全良好的白米。 他相信要这么做的话，那么上

述的爪哇、马来人和科林斯人将要留在那里。你也应该允许这么做，因为公司的利益将最需要这

样做。（1619年 5月 1日，van XVII naar Coen，Per Goede Hope）③ 

这意味着荷兰东印度无法安装原计划使用自己的“自由贸易商”来供应食物，因为这些人供

给的食物——比如大米——品质不佳。事实这些荷兰“自由交易商”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创建一个自己的亚洲交易网络。东印度公司在马鲁古群岛及其附近的定居点，例如安汶，就成为

这种不现实政策的受害者。最后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也只能要求库恩重新允许亚洲贸易商在这些

地方进行贸易。 

斯普尔特是在 1618 年至 1625 年间就任安汶的长官。他担心的是库恩的政策将带来另外一个

危险的后果——兵变。其原因就是前面提到的将士兵的薪水由现金改为布匹和食物。为了避免发

生致命的叛变，十七位先生要求库恩谨慎地处理这个问题，并让士兵们自己选择是以现金还是以

布匹作为薪水。 

中尉长官赫尔曼·范·斯普尔特在他的信中也提到，他认为联合公司最好还是让士兵控制自

己的成本，...我们建议你和[东]印度理事会给予适当的指令给这些士兵，公司可以确保他们的条

件，并确保只会对他们带成最小损害。尤其是要防止由于支付士兵支付布、食品、和其他必需品，

而非现金所带来的兵变。我们认为，对于那些需要现金的人，我们付给现金，对于那些要求布料

和其他的东西的人，我们以合理的价格[折算]付给他们这些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予士兵

们选择。（1619年 5月 1日，van van Vane naar Coen，Per Goede Hope）④ 

因此，无论是用荷兰“自由贸易商”来替代亚洲贸易商供应货物的政策，还是用布料而不是

现金支付士兵的政策，最终都无法实施。库恩作为这些政策的倡导者，陷入了一个困境。现在，

他不得不想方设法纠正自己的错误。 

（三）让中国人来帮忙 

解决方案最终以一种讽刺的方式出现，最初受到库恩不断谴责的中国贸易商，现在却成为库

恩的救命稻草： 

                                                 
①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 pp.126-127  

② C.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Hutchinson, 1965, pp.97-99. 

③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V, pp.419-420. 

④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V, p.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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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马鲁古、安汶、班达和其他东部群岛的本土贸易商不能被驱逐的，我们认为可以在中国

贸易的帮助下，建立另一个贸易支柱来为安汶城堡[服务]。因此我们将会获得良好的利润，正如

已经开始的那样。（1622 年 9 月 6 日，per Leeuwinne, van Batavia 06/09/1622 naar Texel 

19/05/1623）① 

在同一封信中，库恩部分阐述了他的理由。 他认为，公司前雇员，如水手和士兵，不能充当

荷兰殖民地的定居者和贸易商的角色，因为他们主要受过航行和战斗的培训，而非商业；与此同

时，来自班丹、亚齐、苏拉特、科罗曼德尔(Coromandel)、马打蓝(Mataram)和所有其他地方的穆

斯林商人也都是试图利用公司为自己获利的人;只有中国人诚实和合理，可以帮助公司减轻负担和

获得利润： 

士兵和船员不适合，是因为他们是被用来航海与战斗。因此，你不能依赖于这些麻烦制造者，

他们只是因为我们情行需要而被给予自由。班丹的头领、亚齐的国王、苏拉特、科罗曼德尔、马

打蓝和所有其他摩尔人，则正试图让我们在海上为他们航行...(1622 年 9 月 6 日, per Leeuwinne, 

van Batavia 06/09/1622 naar Texel 19/05/1623) ② 

但是，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将回到库恩取代雷埃尔的那一年。在

那封指定库恩为总督，并敦促库恩采取行动打击亚洲贸易商的信中，十七位先生也同时建议要在

马鲁古群岛及其周边岛屿安置中国移民：“关于在安汶建立商业，尤其是在班达……我们希

望……你用中国人来实现进一步的移民。”（1617 年 10 月 25 日， van XVII naar Coen，Per 

Tholen，van Wielngen 07/11/1617 naar Bantam 30/04/1618）③ 

然而， 问题是十七位先生为何选择了中国人，而不是其他人来进行殖民呢。在这一点上，在

前述法令的条款中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线索：“为了使尼拉（Neira），博罗埃（Poulo Aij）④

和其他无论是在班达、安汶或马鲁古地区——这些地区缺乏居民可来收获作物——的土地获得足

够的人口，总督和（东）印度理事会需要履行其职责，来获取和劝告我国的自由民，以及来自其

他国家——主要是一些中国人家庭——来在这些岛屿上居住。因为中国人勤劳、能吃苦并且没有

武装，因此不用我们担心。他们永远都不会反抗和使自己成为这些土地的主人，如果我们总是很

好地注意，使所有得办公室都由最卓越和能干的自己人来服务。”（1617 年 8 月 22 日，

Instructie voor den Gouverneur en de Raden van Indie）⑤ 

因此，在库恩上任之前，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体系内部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中国人是勤

奋和和平的人，因此可以成为东印度公司在马鲁古群岛行政管理下的良好居民。但是这种偏好中

国人的观点，在荷兰人中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笔者认为一个可能

的解释是，中国和荷兰之间的某些合作可能在这之前已经存在。在这中间一个重要的人物是恩浦

（Inpo）。恩浦是一个重要的中国商人，他与荷兰东印度公司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并且应该是

第一个改信荷兰新教并到访荷兰的中国人。他在 1612 年左右从北大年（Patani）移居到荷兰人在

马鲁古群岛的总部——安汶。⑥但是，两年后他就在那里去世了，因此并没有机会参与后来的一

系列的讨论。⑦另一个解释是，马鲁古群岛内部的一些列变化也间接地惠及了中国人。正如安达

雅和克纳普所提到的，马鲁古群岛当时的伊斯兰化进程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所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①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 p.726. 

② Ibid. 

③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V, p.378. 

④ 这几个岛都位于马鲁古群岛南部的班达群岛。 

⑤ Der Chijs, comp.,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Eerste Deel, p.50. 

⑥ Leonard Blussé, “Inpo, Chinese Merchant in Patani: A Study in Early Dutch-Chinese Relations,” in Proceedings seventh 

IAHA Conference, Bangkok 1977, Bangkok: Chulalongkorn Univ. Press, 1979, pp.290-309. 

⑦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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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荷兰人的角度来看，拥有穆斯林背景的亚洲商人更有可能与马鲁古群岛本地的穆斯林统治者

而不是荷兰人合作。而在所谓的亚洲商人中，除了中国商人之外，其他绝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商人。

因此，中国人，而不是其他亚洲商人，最终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选择。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整个大局势的变化。自从库恩在 1618 年成为总督以来，荷兰东印度

公司的战略重点已经从马鲁古群岛转移到爪哇岛的西端：巴达维亚。巴达维亚城由库恩于 1619 年

建立，并取代了位于马鲁古群岛南部的安汶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总部。正如包乐史所

讨论的，从一开始，库恩就有意与中国人在巴达维亚合作，因为他的计划是使巴达维亚成为一个

大的转运港，以吸引中国贸易商到此贸易。②因此中国移民在这个城市始终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这意味着，沿着西洋航路，荷兰东印度自 1619 年起就已经欢迎中国商人前往总部。相比之下，

库恩对沿着东洋航路贸易的中国商人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政策。在他任职期间，他延续了他的前任

的政策，即不断派遣舰队到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水域，以阻止中国人与西班牙人的贸易。③这种

封锁也会干扰马鲁古群岛和中国之间经由东洋航路的联系，因为这条路线必须通过马尼拉。这两

种不同政策的综合结果可能是，中国和马鲁古群岛之间的联系会越来越倾向于荷兰人控制的西洋

航路。 

我认为，在这些因素的促成下，上述妥协最终出现。为了鼓励中国人沿着西洋航路航行并前

往马鲁古群岛，库恩逐渐向华商开放了安汶和巴达维亚之间的水域 。在 1619 年 12 月 8 日，当范

哈根报告安汶大米紧缺时，库恩批准任命一名中国人，让他从望加锡运输大米和中国移民到安汶。

④ 1620 年 2 月 28 日，库恩派遣一艘荷兰船去苏姆巴瓦（Sumbawa）的比马（Bima），将在那里的

中国船只带到安汶，并承诺中国人，在他们的船抵达安汶后，他们可以选择回到中国。⑤ 

 

（四）丁香在中国成为一种时尚消费用品 

 

经历这么一轮辩论和改革，没有改变的是，中国人任然被允许航行到马鲁古群岛进行贸易，

但他们能够因此获取丁香吗？理论上，他们不能，因为荷兰禁止马鲁古群岛当地人销售丁香给荷

兰东印度公司之外的任何贸易商。⑥然而，正如库恩曾经所抱怨的，当亚洲商人的船只仍被允许

进入马鲁古水域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其实是无法执行这项规定的。⑦此外，即使在荷兰东印度公

司内部，高层也已经意识到在亚洲市场对丁香销售的重要性，因为此时的欧洲丁香市场已经被不

同的供应商所瓜分和并且已经供过于求。 

1621 年，荷兰和英国达成了在欧洲瓜分丁香市场的协议，因此双方不再能够像以往那样在欧

洲丁香市场大肆扩张。丁香的过量供应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个新问题。为了找到他们丁香

的新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撤销了早期关于禁止销售丁香给亚洲人的命令。相反，这种贸易现在

受到鼓励。 1621年 3 月 4日，十七位先生告知库恩： 

马鲁古、安汶和班达的上述作物[丁香，肉豆蔻和肉豆蔻]的多余或剩余部分应由任一公司[荷

兰东印度公司或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分销，但是要按照一个统一的价格。然而，为了两家

                                                 
①Andaya, The World of Maluku, 151-175; Gerrit J. Knaap, “Crisis and Failure: War and Revolt in the Ambon Islands, 

1636-1637,” Cakalele, 3 (1992), pp.1-26. 

②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pp.15-34. 

③ Cheng Wei-chu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 (1622-1683)”, Leiden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12, 

pp.28-36. 

④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I, p.609. 

⑤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I, p.652.  

⑥ Coen to the Gentlemen Seventeen, 26 July 1618.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 p.369. 

⑦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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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利益，[这些作物]不允许被以低于这个价格出售。这一个价格也应该合理地高，以致不可

能被落入其他人手中，以致于他们可以在欧洲以低于两家公司的价格销售而获得利润。（1621 年

3月 4日）① 

尽管后来荷兰和英国之间的这项协议并没有被付诸实施②，但是在亚洲市场销售丁香的许可

却并没有被撤回。从郑维中和包乐史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在 17 世纪，荷兰东印度分别在台湾、中

国东南沿海和巴达维亚向中国商人出售丁香。③包乐史还引用过一项重要统计数据：在 1694 年，

公司向 21 艘中国商船和 1 艘葡萄牙商船出售价值 23 万 581 荷兰元（rixdollars）的货物，其中

有 2万 5150元是丁香。 ④事实上，在货值上，丁香也是这其中仅此于胡椒第二重要的货物。 

基于已有材料，我们不可能断言在此期间有多少丁香被卖到中国，因为许多交易是未公开的。

然而从消费的角度来看，在 17 世纪初的中国，丁香已经不再是特别稀缺的商品。相反，它已经成

为诸多时尚消费品中的一种。这些消费品支撑了 17 世纪初江南蓬勃发展的物质文化。这个蓬勃发

展的时期被卜正民比作是明朝的夏天，即一个见证了“上层绅士、大地主和富有商人”前所未有

的“文化辉煌、创新的想法和无尽的乐趣”的时代。⑤丁香的消费是这个大历史中尚未被触及的

一个面向。 

1641 年，一本香谱被一位居住在扬州的文人周嘉冑编撰并出版。这本书（《香乘》）是中国

香药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因有二：第一，它是近代早期在中国出版的内容最为丰富的香谱⑥； 

第二，它也是明代最重要的一本香谱⑦。作者本人的身份并不清楚，周嘉胄即无官职，也没有留

下著名的文学作品。他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所掌握的消费香药和装裱字画的知识。⑧这两样都

是当时文人喜欢的消费活动。根据这本书的序言和后记，周嘉胄是在 1618 年完成了该书的第一稿，

然后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来修改和补充；这本书最终在他的朋友的帮助下出版于 1643年。⑨ 

丁香出现在这本书的诸多章节中，不过最主要还是集中于两卷：“凝合花香”（人工融合的

香药）和“熏佩之香”（日用佩戴的香药）。“凝合花香”中有 45 方需要用到丁香，而“熏佩之

香”则有 35 方用到丁香。在这些配方中，丁香与其他香药混合，以通过熏蒸或穿着来创造异国情

调的香味。这种情形已然与 15 世纪中叶截然不同，彼时即使明朝宗藩和苏丹也不容易找到丁香来

治愈自己母亲疾病，而此时丁香却已成为文人中普遍消费的一种时尚用品。当时许多丁香的消费

者，像这本书的作者那样，只是普通的文人，而非高官显要。 

 

（五） 走向奇怪的垄断 

当中国船只不断地访问马鲁古群岛，而丁香不断地流向中国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内部的这一

系列讨论似乎对中国贸易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中国贸易商与其他亚洲贸易商

在这场讨论前后的地位，就会发现情况已经变得迥然不同。 

                                                 
①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V, pp.490-491 

② John Villiers, “One of the Especiallest Flowers in our Garden: The English Factory at Makassar, 1613-1667,” Archipel, 

39 (1990), p.163. 

③ Cheng, “War, Trade and Piracy in the China Sea (1622-1683),” 108, 263, 333, 383; Leonard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p.126. 

④ Ibid.  

⑤ Timothy Brook, 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p.153-154. 

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香乘”。 

⑦ 孙灵芝：《明清香药史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中医科学院，2015 年，第 59 页。 

⑧ 秦蓁：<周江左事辑> ，《史林》，2012 年 05 期，第 65-74 页。 

⑨ 周嘉胄：《香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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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恩取代雷埃尔之前，所有的亚洲商人都可以到马鲁古水域进行所谓的本地贸易。这些贸

易商之所以能够获得巨大的利润，不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出售布匹和购买精细香料①，而且是因为

西班牙人和荷兰人之间的战争扭曲了这些地区的商品价格并带来了大量的银币。正如库恩所指出

的，为了弥补战争的巨大成本，荷兰东印度公司必须在这片水域采取垄断政策。但是这个垄断政

策的结果是，马鲁古群岛本地市场和世界市场上的香料和布料的价格差被更加扩大和扭曲。这种

被扭曲的价格，为亚洲贸易商 （如华商）创造了很大的套利空间，不过前提是他们得有办法在这

些不同的市场间套利。 

库恩和十七位先生一开始试图驱逐所有这些交易者。他们认为，只要阻止亚洲船只航行到马

鲁古群岛，并用自己的自由贸易商代替它们，并向士兵提供布料和食物而非现金，马鲁古群岛就

可以实现一种自给自足，而公司则可以完全控制精细香料、布料等重要市场。 然而，这样的计划

从一开始就注定难以成功。无论是库恩还是十七位先生都没有真正驻扎在马鲁古，他们只是根据

纸面的报告做出这样的决定；相比之下，直接负责马鲁古的官员，如雷埃尔和范·哈根都强烈反

对这种政策②，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政策并不实际，而且将不利于公司在马鲁古群岛的业务。 

等到库恩上台并开始执行这些政策时，他自己也认识到这样的政策会很快失败。因此库恩必

须找到某些合作者来弥补这些问题。中国人恰恰被选择来承担这样的角色，因为他们在库恩成为

总督之前已经获得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青睐。因此，库恩鼓励中国人搬到马鲁古群岛。虽然一开

始，我们并不清楚他们能否在那里从事贸易。正如 1621 年 11 月 23 日库恩所命令的那样，荷兰自

由贸易商和中国人都不应该被允许装载布匹从安汶航行到特纳特贸易。③但从长期来看，库恩逐

步在给予华商越来越多的特权，以便摆脱马鲁古群岛对其他亚洲贸易商的依赖。这样的政策在接

下来的几十年中受到各种修正，但直到 1650 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仍坚持只允许巴达维亚的居民

和中国人前往安汶和班达航行。④直到 1672 年，中国在马鲁古群岛的香料走私行为，才最终成为

当地荷兰居民的借口，他们迫使东印度公司禁止中国人航行到马鲁古群岛。⑤ 

事实上，柯恩的最终妥协造就了一种奇怪的垄断。这种垄断这使得华商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

他们不仅可以利用价格差异来套利，而且也可以利用制度的差异来套利。不同于原来的情况，中

国人已经不再是普通的亚洲贸易商中的一群，荷兰东印度公司一系列改革赋予了中国人特殊的优

势，即他们有一种事实上的特权来规避垄断的影响。一旦荷兰鼓励中国人在马鲁古群岛定居，并

给予他们在那里航行和贸易的特权，禁止香料和布贸易的规定将不可能被真正执行。而这也正是

荷兰自由贸易商在接下来几十年里反复抱怨的一点。这些荷兰自由贸易商和华商相比，则缺乏华

商这样一个难以捉摸和复杂的东西洋贸易网络。这个网络可以让华商一方面利用荷兰人给予的特

权获取利益，另外一方面又可以让华商在荷兰人的网络之外独立运行自己的贸易。 

这种奇怪的垄断反映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个的困境。在 17 世纪早期的马鲁古群岛，没有中国

人帮忙，东印度公司就不可能驱逐其他亚洲商人，把所谓的垄断政策付诸实践；但一旦与中国人

合作，他们所谓的垄断就出现一个巨大的漏洞。这个漏洞成就了一群难以捉摸的中国套利者。 

  

                                                 
① Leonard Y. Andaya, “Local Trade Networks in Maluku in the 16th,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Cakalele, 2 (1991), pp.71-96. 

② Roelofsz, Asian Trade and European Influence, pp.207-238. 

③ Colenbrander, Jan Pietersz. Coen Bescrheiden, vol. III, pp.114&116. 

④ J. A. van Der Chijs. comp., Nederlandsch-Indisch: Plakaatboek, 1602-1811, Tweede Deel, Batavia: Landsdrukkerij, 

1886, p.160. 

⑤ Iwao, “On the Chinese Quarter at Amboyna in the Early Days”, p.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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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合作为名，套利为实 

  

在今天的商品交易市场上，如果某一制度规定了对某一商品的垄断，并因此带来市场价格的

扭曲，那么就会有一些交易商通过各种形式来来规避这项制度，并利用价格差异而从中受益。这

种做法通常被称为“套利”或“制度套利”。①从这个角度，我认为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华商如何

在 17世纪初的香料群岛成为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最早的“合作伙伴”。 

在 16 世纪晚期和 17 世纪初的这段时间内，中国人和荷兰人都各自为了精细香料来到马鲁古

群岛，但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中国私营贸易商刚刚摆脱了长期以来以海禁为名义的王朝国

家对香料贸易的垄断，并在中断大约两个世纪之后，于 1560 年代开始逐渐重新出现在马鲁古群岛。

荷兰东印度公司则是一家在 17 世纪初由新生的荷兰共和国成立的公司，其目的是挑战伊比利亚人

在欧洲市场上对香料贸易的垄断。他们试图要在马鲁古群岛建立全新的秩序。 

从最初的情况来看，荷兰人到达马鲁古群岛实际上是为中国贸易商在这片水域提供了一个新

的交易对象。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马鲁古群岛其实也是荷兰殖民势力和西班牙殖民帝国对峙的

前线。其中位于马鲁古群岛北部的特纳特岛，就同时有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驻军。为了争夺这一

地区，这两大殖民势力带来了巨额的现金来支付驻军的薪水、防御工事的构建、和舰队的维护。

通过与他们交易，中国人获得了可观的利润，甚至中国人还被张燮记载为促成这两大欧洲强权休

战的中间人。 

然而，由于中国船只不断到达马鲁古，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现金也不断地流入华商的手中。这

成为当时的身为会计总长的库恩向十七位先生投诉的借口。库恩的投诉引发了一系列的后果，十

七位先生开始怀疑中国人以及其他外国贸易商不仅在马鲁古群岛赚取现金，而且还在偷运香料。

但是十七位先生所下的驱逐所有这些外国贸易商（包括华商）的指令并未被当时身在马鲁古群岛

的东印度公司总督——雷埃尔——执行，因此库恩被任命为新任总督来取代雷埃尔的位置。 

在十七位先生的授权下，库恩在上任之初推行一个强硬的垄断政策，以消除任何外国商人从

公司的香料垄断中获利的可能。然而，这种做法本身则进一步割裂了马鲁古群岛和世界市场的联

系，并造成了马鲁古群岛必需品的紧缺。这引发了马鲁古群岛当地官员的一系列指责。这些指责

引起了十七位先生的警惕，因此他们开始迫使库恩寻找新的办法来缓和这些矛盾。 

为了使垄断政策可行，库恩不得不进行妥协，而他妥协的对象恰恰就是中国贸易商。中国人

从一开始就已经被荷兰人视为他们殖民地的理想定居者。而库恩则进一步逐步授予华商可以在马

鲁古水域进行贸易的权利。与此同时，其他亚洲贸易商则仍然被排除在外。这种政策的改变，可

以被认为是“合作关系”的形成。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就是库恩试图利用一些易受管

制的套利者（中国人）以取代难以受管制的套利者（其他亚洲贸易商）。 

虽然我们没有另外一个类似《东西洋考》的著作来告诉我们，华商在库恩的管理期间如何继

续在马鲁古群岛开展贸易。但是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各种文件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亚洲

的贸易商（不管他们是中国人或其他人）只要有机会在马鲁古群岛进行贸易，就会从事各项香料

的走私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商人和其他亚洲贸易商之间的关键区别是，在库恩管理之前，

他们都可以通过逃避东印度公司的监管，从许可或者不被许可的贸易中获益，因为他们都被允许

                                                 
① 根据 Jonathan Law ed., A Dictionary of Finance and Banking (5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套利“arbitrage” 

指: “The entering into a set of financial obligations to obtain profits with no risk, usually by taking advantage of differences 

in interest rates, exchange rates, or commodity prices between one market and another.”, 制度套利“regulatory arbitrage” 

指: “The setting up of organizations and transactions to avoid the impacts of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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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鲁古海域航行和贸易。但在库恩上任之后，一个新的制度逐渐形成。这个制度只允许华商有

机会航行到这篇水域，因此也就只有华商有机会从事这些活动。 

最后，我们还可以比较一下马鲁古群岛和巴达维亚的情况。克纳普在他对安汶市的研究中指

出，安汶的中国人受到荷兰当局的各种限制，其在当地的作用并没有像包乐史所研究的巴达维亚

华商那么重要。①我认为这种差异的一个起因在于，在本研究期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策有过一

次大的转向。在库恩的管理之前，荷兰东印度的总部位于马鲁古群岛的安汶，因此东印度公司的

利益重心也在这里。然而，自从原来就驻扎在爪哇岛西部的库恩晋升为东印度公司总督后，东印

度公司的行政和利益中心都从马鲁古群岛迁移到爪哇岛西部地区。而巴达维亚的兴起也正是这种

转移的结果。伴随这种地理位置变化的是交易模式的变化。在库恩上任之前，东印度公司的核心

问题是垄断从马鲁古群岛到欧洲的精细香料的贸易，但是一旦库恩在爪哇西部成立了新的中心—

—巴达维亚，以巴达维亚为中心的亚洲区域内贸易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因此，长期来看，两者出现了分歧。在马鲁古群岛，荷兰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合作更像是一个

妥协，这种妥协容纳华商作为套利者，以便使荷兰人的垄断政策看起来可行。中国商人的作用被

限制为辅助性的，即在马鲁古群岛和巴达维亚之间的水域间为公司的据点供应食品、必需品和布

料，而不是在马鲁古群岛和中国之间进行大规模的精细香料贸易。②相比之下，荷兰人建立巴达

维亚的一个初衷就是为了吸引中国贸易商，以便与中国市场建立联系。华商的贸易在这个城市不

是起辅助作用，而从一开就有着核心的地位。③简而言之，在马鲁古群岛的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在

于，通过这种合作，华商在巴达维亚和马鲁古群岛之间的印尼群岛区域内贸易占据了优势；而华

商和荷兰人在巴达维亚的合作则将帮助华商实现在整个亚洲贸易上的优势。 

  

                                                 
① Gerrit J. Knaap, “A City of Migrants: Kota Ambon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donesia 51 (1991), pp.105-

128. 

② Iwao, “On the Chinese Quarter at Amboyna in the Early Days”, pp.278-285. 

③ Blussé, Strange Company, pp.15-34; 97-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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